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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构想(Conceptual Framework)· 

通勤恢复活动对工作激情的动态影响及其机制* 

吴伟炯  冯镜铭  林怿洵  赵  霞 

(广东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广州 510520) 

摘  要  员工在通勤时间里减少身心压力, 将身体和心理资源恢复到正常状态的活动称为“通勤恢复活动”。

通勤恢复活动可能跨领域对人们的工作激情产生动态影响。通过日记研究法和潜在剖面分析法, 从短期和长

期研究通勤恢复活动对工作激情的动态影响、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 拟解决 3 个关键问题：第一, 通勤恢复活

动如何影响员工的和谐型工作激情和强迫型工作激情及其内在机制是什么？第二, 不同自我调节模式的员工

在通勤恢复活动影响工作激情的机制上如何发挥调节效应？第三, 通勤恢复活动各维度组合的不同剖面对工

作激情有怎么样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 不仅弥补通勤研究和恢复研究中被忽视却又十分重要的研

究缺陷, 而且对人们开展通勤恢复活动提升通勤恢复活动以激发员工的工作激情, 同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通勤恢复活动, 工作激情, 自我调节理论, 能量与动机 

分类号  B849: C93 

1  问题提出 

当人们发自肺腑地热爱工作, 乐于投入时间

和精力 , 并体验到个人价值和强烈的积极情绪 , 

这种承载价值观的情绪体验就是工作激情。工作

激情来之不易, 前程无忧网的一项职场调查显示, 

仅有 2.5%的人能时刻保持工作激情, 97.5%的人

或多或少缺乏工作激情。其中 50.3%的人工作激

情时有时无, 需要激发才能出现; 47.2%的人坦言

没有工作激情。面对企业员工缺失工作激情的现

状, 过往研究考察了工作激情的成因, 告诉我们

“哪些员工更有工作激情”。如处于自主性支持环

境下的员工更容易发展和谐型工作激情(Liu et al., 

2011)。然而现实生活中, 工作激情是一种强烈的

情绪状态, 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如

同一员工的工作激情时有时无, 并非一种稳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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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的静态特征。目前创业情境下企业家激情研究

已开始采用自我调节理论这一动态理论视角(Gielnik 

et al., 2017), 但是组织情境下员工工作激情的研

究仍以静态视角为主, 鲜有研究考察组织情境下

工作激情的动态形成机制。为深究工作激情的本

质, 帮助组织激发同一员工的工作激情提供实践

建议, 我们有必要从动态视角深入探讨工作激情

的成因。 

从工作激情的成因看, 目前研究主要从组织

管理、工作特征等工作领域寻找解决之道, 鲜有

研究采用组织行为学中的跨领域视角即工作领域

与家庭领域的过渡带——通勤领域来考虑。通勤

是员工在住所与职场之间往返的日常行为。随着

城市化进程的加深和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 全球

员工用于通勤的时间越来越长。《哈佛商业评论》

于 2017 年发表“唤醒通勤时间” (Reclaim Your 

Commute)的文章指出 , 英国人平均每天上班(住

所→职场)和下班(职场→住所)的通勤时间为 54

分钟(2003 年通勤时间为 45 分钟), 美国人平均每

天上班和下班的通勤时间超过 90 分钟, 通勤时间

长会让员工损耗精力和无心工作, 建议人们通过

调整思维模式、参与社交等积极途径来改善(Gino 

et a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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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通勤研究主要探讨通勤的压力等负面效

应(Kluger, 1998; Zhou et al., 2017)。例如, 通勤压

力降低了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 增加了

员工的攻击行为、迟到行为和缺勤行为(Amponsah- 

Tawiah et al., 2016; Emre & Elci, 2015)。通勤时间

越长, 个体可以用于参加其他活动的时间会被压

缩, 导致个体参与社交活动的时间变少(Mattisson 

et al., 2015)和生活满意度下降(Stutzer & Frey, 2008)。

从理论分析, 通勤领域对个体的工作和生活也具

有积极作用。例如, 通勤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可以

由低廉的房价、高收入的工作、便利的生活设施

等收益得到补偿(Stutzer & Frey, 2008; 吴伟炯 , 

2017), 通勤过程有助于员工将工作和家庭的角色

分隔开, 为员工提供了角色转换的仪式(Ashforth 

et al., 2000)。但是, 当前的通勤研究忽视了通勤在

理论上可能具有的积极恢复效应。 

恢复 (Recovery)是一个与压力相对的过程 , 

指员工在空闲时间里减少疲劳, 将身体和心理资

源恢复到正常状态的活动(Demerouti et al., 2009; 

Sonnentag et al., 2017)。过往的恢复活动研究主要

关注工作外空闲时间的恢复活动, 近年来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AMJ)、Psychology Applied 

of Journal (JAP)等期刊开始关注工间休息、午餐休

息等工作时间内的恢复活动(Kim et al., 2017; Kim 

et al., 2018; Trougakos et al., 2008; Trougakos et al., 

2014)。例如, 放松活动(如打盹)、进食活动(如吃

零食)、社交活动(如给朋友打电话)、认知活动(如

浏览知识性网页 ) 四种工作期间的 “ 微休息 ” 

(micro-break), 除了进食活动, 其余三种恢复活动

可以提高电话销售员的积极情绪, 进而提高他们

的工作绩效(Kim et al., 2018)。然而, 工作恢复活

动的研究主要探讨工作时间内的恢复活动, 而作

为广义工作时间的一部分——通勤时间却被忽视了。 

我们认为, 通勤时间是客观的, 但人们对于

客观时间的使用以及从事的通勤恢复活动是影响

工作激情的重要因素。“通勤恢复活动”是员工在

通勤时间里减少身心压力, 将身体和心理资源恢

复到正常状态的活动。那么, 通勤恢复活动如何

动态地影响工作激情？不同自我调节模式的个体

是否在通勤恢复活动影响工作激情的机制上有所

差异？进一步地, 通勤恢复活动各维度组合所形

成的不同剖面对工作激情有怎么样的影响？目前, 

这些问题处于国际学术前沿, 尚未取得令人满意

的答案。因此, 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 不但可以

弥补通勤研究和恢复研究中被忽视却又十分重要

的研究缺陷(gap), 而且通过跨领域视角扩展工作

激情的前因研究, 显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

践意义。 

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分析 

我们聚焦“通勤恢复活动对工作激情的动态

影响效应和机制”这一核心议题 , 尝试验证员工

上班(住所→职场)和下班(职场→住所)的通勤恢

复活动如何影响调节资源的补充, 进而影响员工

的工作激情的动态影响路径, 及自我调节模式在

该路径中的边界效应。因此, 下文将通过“由果溯

因”, 逐步分析工作激情的成因、自我调节理论和

通勤恢复活动三部分的研究进展及发展动态。 

2.1  工作激情的成因 

静态激情观认为, 工作激情是人们将外部工

作动机内化为身份认同时, 愿意在工作中投入时

间和精力的强烈倾向(Vallerand et al., 2003)。根据

自我决定理论建立的二元工作激情模型指出, 控

制性内化(如社会认可、自尊、绩效要求等)导致强

迫型工作激情, 自主性内化(如满足关系、自主和

胜任三大基本心理需要)产生和谐型工作激情。与

后者不同, 强迫型工作激情下的员工被激情所控

制, 会产生消极的非适应性结果(Vallerand & Houlfort, 

2003)。动态激情观认为, 工作激情是员工不断地

评价工作和组织情境而形成的幸福状态, 以持续地

体验到工作意义和强烈的积极情绪为特征(Collewaert 

et al., 2016; Gielnik et al., 2017; Zigarmi et al., 2009)。 

已有研究表明, 员工特征(自主倾向、自我调

节模式、控制点等)、组织环境(领导风格、自主性

支持、合作心理氛围等)和工作特征(职责模糊、自

主性、绩效反馈、任务多样性等)是工作激情的主

要影响因素(Collewaert et al., 2016; Vallerand, 2010; 

Zigarmi et al., 2018; Zigarmi et al., 2009; 陈亮, 张

小林, 2014)。目前研究主要立足静态激情观, 从组

织管理、工作特征和员工心理等工作领域开展研

究, 探究在哪些组织环境下的个体具有工作激情, 

以及哪些个人特征的个体具有工作激情。但是静

态激情观的研究范式首先假设工作激情具有跨时

间的稳定性, 即工作激情在不同时间中水平相同; 

再则, 由于测量时间点与变量实际变动时间之间

往往具有一定间隔, 静态激情观的研究中获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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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通常有较大的回溯偏差。故以往的研究仅能

揭示变量间稳定的静态关系 , 即回答“什么样的

员工会更有工作激情？”之类的问题。而在现实生

活中 , 人们的工作激情是一种强烈的情绪状态 , 

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举例而言, 前

程无忧网所调查的员工中, 50.3%的人认为工作激

情时有时无, 需要激发才能出现。故有效回答“同

一员工在什么时候更有工作激情？”这一问题 , 

有必要采用动态的研究方法。综上, 以往研究绝

大多数采取静态激情观探索工作激情的影响效应

及其形成机制, 致力于甄别和区分哪些个体更有

工作激情, 却鲜有研究注意到工作激情本质上是

一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减的强烈情绪。同一个

员工的工作激情时有时无的动态变化问题往往被

忽视。即目前组织情境中的工作激情的研究仍以

静态视角为主, 鲜有研究采用动态激情观审视工

作激情的形成机制。 

近年来有研究基于自我调节理论, 采取动态

视角探索了身份认同和职责模糊对工作激情的动

态影响, 例如, Gielnik 等(2017)构建的创业培训活

动对创业激情的动态作用模型。但总体而言, 动

态激情的研究大多围绕企业家的工作激情展开 , 

鲜有研究考察组织情境下工作激情的动态形成机

制(蒋昀洁 等, 2017)。结合已有文献, 我们认为, 

基于自我调节理论, 将工作激情视为员工有充足

的自我调节资源 , 调节情绪和动机等心理过程 , 

以转换和扮演工作角色的结果。由于动机的不同, 

工作激情存在和谐型激情和强迫型激情二元静态

分类。这种综合静态和动态视角的研究有助于深

究工作激情的本质和内涵, 帮助组织发展同一个

员工的和谐型工作激情, 兼具理论和实践价值。 

2.2  自我调节理论 

自我调节理论 (self-regulation theory)为本文

构建工作激情的动态形成机制模型提供了理论基

础。在日常生活中, 大多数员工都需要在住所与

职场之间往返, 并不断地进行工作角色和家庭角

色的转换和扮演。例如, 一个初为人母的职业女

性在半夜是为孩子热奶和换尿布的母亲角色, 清

晨又以一个中层主管的身份出现在办公室。有时

这种角色转换会在不经意之间完成, 我们得以将

工作角色内化为自我意识, 自愿地在工作中投入

时间和精力。而在另一些时候, 我们却无法将身

份意识与工作角色联系起来, 无心工作致使激情

缺失。根据自我调节理论, 上述描述中个体为转

换和扮演角色而努力改变或控制自身的思维、情

感和行为的过程即为自我调节(Hagger et al., 2017; 

Smit, 2016)。 

首先, 个体当下拥有的调节资源会影响其随

后的自我调节过程。所谓调节资源是指个体进行

自我控制所必须的, 推动个体开展和坚持目标导

向活动的关键个人资源 (Muraven & Baumeister, 

2000)。当个体拥有的调节资源较为充盈时, 能够

良好地控制自身的认知、情绪和行为, 从而及时

转换和扮演工作角色。充足的调节资源能够使个

体有效屏蔽无关信息的干扰, 调整自身的情绪状

态, 抑制不良情绪的产生和表达, 以及帮助个体

克服在完成任务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Muraven & 

Baumeister, 2000; Zhang & Fishbach, 2010; Zimmerman, 

2008)。调节资源是一种状态型资源, 会随个体参

与活动的性质不同而相应得到消耗或补充。当个

体执行需要付出努力、进行自我调节的活动时 , 

调节资源被消耗 , 个体随之进入自我损耗 (ego- 

depletion)状态。此时个体继续进行自我调节需要

消耗更多的调节资源, 最终导致个体在后续任务

中表现下降(Tangney et al., 2004; Wills & Stoolmiller, 

2002)。而当个体参与恢复活动时(如小睡一会), 

调节资源能够得到补充, 摆脱自我损耗状态, 自

我调节能力得以恢复(Shmueli & Prochaska, 2009)。 

其次, 稳定的自我调节模式也会影响个体的

自我调节过程。自我调节理论指出, 个体在进行

自我调节的过程中, 存在两种不同的自我调节模

式(Kruglanski et al., 2000), 分别是评估调节模式

(assessment regulatory mode) 和 行 动 调 节 模 式

(locomotion regulatory mode)。评估调节模式是一

种倾向于评价和比较备择目标和行为策略, 以期

获得最优目标和行为策略的心理模式。这类个体

在工作中主要受外部动机激发, 倾向于全面权衡

并根据目标重要性而做出决策, 更关注事物之间

的差异 , 有更多认知闭合的需求 (Higgins, 2002; 

Kruglanski et al., 2007)。而行动调节模式是一种以

改变当前状态为目的自我调节模式。这类个体在

工作中主要受内部动机激发, 倾向于围绕目标达

成情况而做出决策, 行动迅速果断, 更能容忍不

确定的情境(Avnet & Higgins, 2003; Kruglanski et 

al., 2000)。过往研究曾发现, 不同调节模式的个体

在工作中面对高工作压力这一相对资源稀缺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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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时, 会产生不同的心理和行为反应。具有评估

调节模式的员工在工作中容易形成强迫型激情 , 

且会感受到更多压力和倦怠, 而具有行动调节模

式的员工往往表现出和谐型激情, 且表现出较少

压力和倦怠(Bélanger et al., 2015)。 

综上所述, 自我调节理论为我们诠释工作激

情的动态形成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首先, 调节

资源决定了个体当下进行自我调节的能力。在自

我调节理论的框架内, 工作激情实质上是员工在

工作时有充足的自我调节资源, 调节情绪和动机

等心理过程, 以转换和扮演工作角色的结果。第

二, 调节资源可以恢复和补充。在工作激情的动

态形成机制中, 员工的自我调节资源是否得到动

态恢复, 决定了其工作激情能否得到唤醒。第三, 

自我调节过程不仅取决于自我调节资源, 还取决

于自我调节模式。员工调节情绪和动机等心理过

程以转换和扮演角色时, 不同的自我调节模式具

有不同的心理模式与行为反应, 使得工作激情的

产生过程和形成方式存在差异。 

2.3  通勤恢复活动：通勤与恢复的交叉融通 

本文考虑工作激情源于通勤领域的观点, 源

自组织行为学研究中的跨领域视角。该视角针对

工作领域视角探索工作内因素对工作行为和态度

影响的局限和不足 , 指出个人的工作处于“工作

→家庭→工作→……”的跨领域循环(Demerouti et 

al., 2009)。通勤领域连接了工作领域和家庭领域, 

是工作领域与家庭领域之间的过渡带 (吴伟炯 , 

2017)。该领域内的因素会转移到家庭和工作领域

(Novaco et al., 1990; Wener et al., 2005)。因此, 员

工在工作领域的心理和行为不仅受到工作和家庭

领域相关因素的影响, 也受到通勤领域相关因素

的影响。但从工作激情的成因而言, 以往工作激

情的研究探索主要集中在工作领域的影响因素

(如工作特征、组织环境), 缺乏对员工的生活领域

因素、通勤领域影响因素的关注。从组织行为学

的跨领域视角看, 以往研究探索工作内因素对工

作行为和态度影响存在很大的不足。鉴于目前很

少有研究探讨工作激情在通勤领域形成机制, 本

文基于跨领域视角, 考察员工在上班(住所→职场)

通勤领域和下班(职场→住所)通勤领域影响工作

激情的相关因素, 扩展了工作激情前因变量的研

究, 是有待深入探索的重要议题。 

通勤是在住所与职场之间往返的日常行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深和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 , 

通勤时间增加已经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问题。

《2018 年中国城市通勤研究报告》指出, 通勤问

题不仅挤占了生活工作的时间和增加经济成本 , 

而且影响工作的心情。过往研究也发现, 通勤会

对个体的工作和生活产生负面的影响。在工作方

面, 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越长, 个体感受到的压

力会增加, 会引发感冒、头痛、高血压等健康问

题(Kluger et al., 1998; Voydanoff, 2005)。研究发现

通勤压力会影响工作的心理与行为。如通勤压力

降低了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 增加了员

工的攻击行为、迟到行为和缺勤行为(Amponsah- 

Tawiah et al., 2016; Emre & Elci, 2015)。在生活方

面, 通勤时间越长, 个体可以用于参加其他活动

的时间会被压缩, 导致个体参与社交活动的时间

变少(Mattisson et al., 2015)。例如, 通勤时间每增

加 1 小时, 个体与朋友在一起的时间会减少 11.9

分钟 , 陪伴孩子和伴侣的时间也变短 (Christian, 

2012), 甚至会增加伴侣间分离的概率 (Sandow, 

2014)。我们认为, 以往研究对通勤的影响效应作

了丰富的探究, 发现通勤时间、通勤距离、通勤

压力等通勤领域的因素会通过跨领域转移, 对员

工的生活领域和工作领域产生不良的影响。例如

通勤会挤占了生活和工作的时间、增加经济成本、

破坏健康, 甚至影响工作的心情。但是, 绝大多数

通勤研究集中在通勤时间、通勤距离、通勤压力

等因素上, 主要假设通勤具有负面效应并探讨如

何减少通勤对工作和生活的负面影响。 

近年来, 通勤领域的研究出现了新思潮, 从

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肯定通勤领域对个体的工作

和生活具有的积极作用。首先, 根据成本效用理

论, 通勤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可以由低廉的房价、

高收入的工作、便利的生活设施等收益得到补偿

(Stutzer & Frey, 2008; 吴伟炯, 2017)。其次, 通勤

过程有助于员工将工作和家庭的角色分隔开, 为

员工提供了角色转换的仪式(Ashforth et al., 2000), 

帮助员工将通勤的物理、时间和空间等要素重新

组合 , 以管理自身的思维、情感和行为(吴伟炯 , 

2017), 从而增加通勤的积极效用。再次, 通勤活

动为个体提供了一段可以自主安排的时间, 人们

在通勤时间里不用承担生活和工作的角色, 可以

进行放松身心、转移注意、冥想等活动, 从而为

工作角色和生活角色提供身心资源的恢复(Ly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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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tterjee, 2008; Redmond & Mokhtarian, 2001)。

最后, 现代的通信设备让员工在通勤过程中可以

开展多重任务(如上网、游戏、发邮件或电话), 把

通勤时间转变为增加积极效用的生产时间, 进而

提高工作绩效(Guo et al., 2015; 王鹏飞 , 魏翔 , 

2018)。即使近年来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都支持

“通勤具有积极效应”的观点, 目前却很少有研究

关注通勤领域发挥积极效应的因素, 以及如何增

加通勤的积极效应。本文通勤进行时间、空间、

社会和心理的分析, 区分通勤的负面效应和积极

效应 , 深入挖掘通勤领域具有积极效应的因素 , 

弥补当前通勤研究的不足,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

实意义。 

恢复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哪些通勤

因素具有积极效应, 从而补充自我调节资源以激

发工作激情。恢复(Recovery)是一个与工作压力相

对的过程, 指员工在空闲时间里减少疲劳 , 将和

心理资源恢复到正常状态的活动 (Sonnentag & 

Natter, 2004)。 过往的实证研究往往将恢复操作

为疲劳状况、恢复需求、恢复状况(如经历昨天的

休闲活动 , 你现在觉得轻松 /心情好 /重新恢复

了)。研究表明, 恢复对工作投入、幸福感等工作

心理状态, 以及任务绩效、创新绩效等工作结果

产生积极影响(Sonnentag et al., 2017)。恢复的研究

文献分为恢复活动和恢复体验两类。Sonnentag 

(2001)将恢复活动划分为三类：低付出活动(如看

电视、读小说)、社交活动(如见朋友), 以及身体

活动(如散步)。Sonnentag 和 Fritz (2007)将恢复体

验划分为 4 种心理状态：心理解脱(指员工停止思

考工作和工作相关的问题与事务)、放松体验(指员

工降低身心系统激活水平并增加积极情绪体验)、

掌握体验(指员工在非工作领域寻获挑战经验和

学习体验)和控制体验(指员工在空闲时间中充分

体验到自主性)。因此, 恢复的研究包括恢复体验

(如在空闲时间里有什么心理状态)和恢复活动(如

员工在空闲时间里做什么活动)。但从两者的关系

看, 恢复活动是恢复体验的形成基础。例如在空

闲时间从事业余爱好的活动, 是员工从付酬工作

中获得心理解脱的基础。 

过往的恢复活动研究主要关注工作外空闲时

间的恢复活动, 近来的研究开始聚焦工作时间内

的恢复活动。比如 Trougakos 等(2014)在 AMJ 的

论文考察了午餐时间的放松、社交和工作三种活

动对疲劳状况的影响, 发现在缺乏自主性的情况

下, 大学行政人员在午餐时间从事放松活动可以

减少下班时的疲劳, 而从事社交活动和工作活动

会增加疲劳。Kim 等(2017)在 JOP 的发文内探讨

放松活动(如打盹、伸懒腰)、进食活动(如吃零食

或喝饮料)、社交活动(如给家人朋友打电话)、认

知活动(如浏览知识性网页)四种“微休息” (micro- 

break)对下班时消极情绪的影响, 发现放松活动、

社交活动和进食活动(喝咖啡因饮料)可减少工作

要求对下班时消极情绪的影响, 而认知活动则加

重了上述负效应。但目前工作恢复活动的研究主

要探讨工作时间内的恢复活动, 而作为广义工作

时间的一部分——通勤时间却被忽视了(赖德胜 

等, 2015; 吴伟炯, 2017)。因此, 探究通勤恢复活

动对工作激情的动态影响效应和机制, 不仅弥补

当前恢复研究的缺陷, 拓展我们对通勤恢复活动

的认识, 还揭示通勤恢复活动对工作心理与行为

的影响,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此外 , 近年来的研究为本文考察“通勤恢复

活动对工作激情的动态影响效应和机制”提供了

理论依据和方法支持。在通勤领域 , Keseru 和

Macharis (2018)总结了过去 15年间 58项交通出行

研究并归纳出 10 种多重任务(multitasking)。例如, 

玩乐(如单独或与他人玩电子游戏)、放松(如睡觉、

观察他人)、阅读(如读书看报)、交谈(与其他乘客

交谈)等。这项研究为本文探究通勤恢复活动提供

了初步的理论支持。在现实生活中, 同一员工很

可能在通勤时间内同时进行 3 种或 3 种以上的活

动。例如：员工在上班通勤的路上有放松活动(如

听音乐), 有社交活动(如与朋友打电话), 有认知

活动(如学外语), 还可能有身体活动(如步行)和工

作活动(如发工作邮件)。近年来国际权威期刊的论

文渐渐使用潜在剖面分析法探究 3 维及以上的交

互效应(Klotz et al., 2018)。我们认为, 采用潜在剖

面分析法, 探索通勤恢复活动的各个维度的组合

如何交互影响员工的工作激情 , 致力于回答“哪

类通勤模式最能唤醒工作激情”, 从而阐明最有

利于激发工作激情的通勤模式, 明确通勤恢复活

动动态影响工作激情的边界条件。这为探究通勤

恢复活动提供了方法支持。 

在通勤恢复方面, van Hooff (2015)一项研究

对 76 位个体进行了为期 5 天、每天 3 次测量的日

记研究, 调查下班(职场→住所)通勤时间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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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体验(如放松、心理解脱)和通勤压力对员工回

家后的恢复状况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 下班通

勤时间的放松体验较高的个体, 在下班回家后的

恢复状况较好。在工作要求高的那一天, 通勤时

间里心理解脱可以有效地帮助个体提高恢复状

况。吴伟炯(2017)发现下班(职场→住所)通勤时间

里的恢复体验(心理解脱、放松体验)可以构建心理

过渡带, 增加通勤效用以缓解通勤对员工幸福感

的负面影响。这类研究所揭示的通勤恢复体验的

积极效应间接证实了通勤恢复活动对调节资源的

补充。而近年来 Zhou 等(2017)采用日记法对 45

名乘坐公交车通勤的中国员工开展为期 15 个工

作日的动态调查, 发现早晨上班的通勤压力源(如

交通拥堵、乘客拥挤等)和通勤压力会降低员工在

工作中的自我调节能力, 进一步为本文的研究提

供了理论证据。综上所述, 我们有理由推论通勤

恢复活动有助于增强员工的自我调节能力, 进而

唤醒其工作激情。 

从恢复的角度而言, 当前研究缺乏对通勤恢

复活动的关注。恢复的研究有助于研究者剖析哪

些通勤因素具有补充调节资源以激发工作激情的

积极效应。过往的恢复研究将恢复区分为恢复体

验(如在空闲时间里有什么心理状态)和恢复活动

(如员工在空闲时间里做什么活动), 并认为恢复

活动是恢复体验的形成基础。这类研究主要探讨

工作以外空闲时间的恢复体验(如下班后夜晚恢

复体验、假期恢复体验), 很少探讨恢复活动, 特

别是通勤时间内的恢复活动。在大多数员工看来, 

广义的工作时间实际上包括了工作时间和通勤时

间。尽管近年来管理学、心理学等权威期刊发表

的论文逐渐关注工作时间内的恢复活动(如工间

休息、微休息), 但是当前文献中尚未见到通勤时

间的恢复活动——通勤恢复活动的研究。本文探

究通勤恢复活动对工作激情的动态影响效应和机

制, 不仅可以弥补当前恢复研究的缺陷, 拓展我

们对通勤恢复活动的认识, 还可以揭示通勤恢复

活动对工作心理与行为的影响, 是有待进一步探

索的重要议题。 

正是基于此, 本研究以“通勤恢复活动”为起

点, 采用日记研究法和潜在剖面分析法, 以动态

的视角研究研究通勤恢复活动对工作激情的动态

影响、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 拟解决 3 个关键问

题：(1)通勤恢复活动如何通过能量调节和动机调

节双过程影响员工的工作激情二元类型？(2)自我

调节模式(行动型和评估型)在通勤恢复活动影响

工作激情的机制上如何发挥跨层面调节效应？(3)通

勤恢复活动各维度的组合所形成的不同剖面对工

作激情有怎么样的影响？ 

3  研究构想 

本文基于自我调节理论, 探究通勤恢复活动

影响工作激情的动态机制。具体而言, 本文拟重

点开展三项子研究：(1)通勤恢复活动对工作激情

的动态影响机制, 考察员工上班(住所→职场)和

下班(职场→住所)的通勤恢复活动分别如何通过

调节能量和动机双过程 , 对工作激情 (和谐型激

情、强迫型激情)产生的影响; (2)通勤恢复活动动

态影响工作激情的个体差异, 探讨自我调节模式

(行动型和评估型)在通勤恢复活动影响工作激情

的机制上发挥跨层面调节效应; (3)通勤恢复活动

各维度组合对工作激情的动态影响, 通过潜在剖

面分析考察通勤恢复活动各维度的组合所形成的

不同剖面如何影响工作激情。 

根据事件系统理论(Morgeson et al., 2015; 刘

东, 刘军, 2017), 通勤恢复过程中不同的生活突

发事件可能对研究结果有不同的影响, 本文对生

活突发事件、个人特征(如性别、年龄、学历等)、

工作特征(如工作自主性、工作复杂性、管理级别

等)、组织特征(如单位性质、地理位置、家庭亲善

政策等)和行业特征(如所在行业性质)等变量加以

控制。 

3.1  研究一：通勤恢复活动对工作激情的动态影

响机制 

员工在空闲时间里(如假期、午休、工间)进行

不同类型的恢复活动可以补充个人的身心资源 , 

从而影响个体工作的心理状态(Kim et al., 2017; 

Trougakos et al., 2014)和工作行为。与午休、工间

休息类似, 通勤时间允许员工自主安排自己的活

动, 为工作角色和生活角色提供身心资源的恢复

(Gino et al., 2017; Lyons & Chatterjee, 2008)。随着

现代的通信设备的发展, 通勤时间可以开展多重

任务(如上网、游戏、发邮件或电话), 使得通勤时

间的积极效应不断增加(Guo et al., 2015)。通勤时

间里的恢复活动可以帮助员工将通勤的物理、时

间和空间等要素重新组合, 以管理自身的思维、

情感和行为(吴伟炯,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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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的 30 名企

业员工进行了访谈 , 如“您认为什么样的活动是

通勤恢复活动” “通勤恢复活动具备哪些行为特

征”等, 并委托访谈对象邀请另 1 名同事参与开放

式问卷调查(另 30 名员工), 获得 60 份访谈资料。

其次, 对访谈资料的整理、编码、归类和归总, 参

考恢复体验、午休恢复活动、小憩恢复活动等已

有的相关量表的题项, 编写通勤恢复活动量表测

量题项, 形成语义较为明确的描述性语句, 最终

形成了通勤恢复活动初始问卷共 16 题, 包括四个

维度 , 即放松活动 (relaxing activity)、社交活动

(social activity)、认知活动(cognitive activity)和身

体活动(physical activity)。放松活动指通勤过程放

松身体和心理的活动, 例如发呆、冥想、闭目养

神、小睡、听音乐、看视频等。社交活动指通勤

过程面对面与其他人交谈, 也指通过手机、短信

或移动互联网跟家人或朋友交流, 以及跟同事交

流与工作无关的事情。认知活动是指通勤过程需

要投入注意力和努力, 但有助于恢复的活动, 例

如学外语、读书看报、发掘沿途新鲜事物、做智

力游戏、写作等。身体活动指通勤过程中有助于

身心恢复的生理运动, 例如步行、走楼梯、骑自

行车、小跑等。 

本文认为, 当人们在家庭领域与工作领域往

返时, 通勤恢复活动通过能量调节和动机调节双

过程影响员工的工作激情。具体从能量调节过程

看, 通勤恢复活动补充员工的自我调节资源, 进

而强化了员工的积极情绪能量。依据自我调节的

能量模型, 调节资源会在个体停止自我控制 , 进

行自主性的休息、休闲活动时得到补充(Heatherton 

& Tice, 1994; Muraven & Baumeister, 2000)。以往

的研究表明, 放松活动是调节资源得到补充的重

要前提(Baumeister et al., 2007), 当通勤时间里有

较多的放松活动时, 员工的身心系统的激活水平

下降, 其自我调节资源得到补充。虽然身体活动

有助于大脑产生内啡肽和多巴胺, 减少消极情绪

和情绪衰竭, 增加积极情绪(Baumeister et al., 2007)

和工作活力(Demerouti et al., 2009; Sonnentag et 

al., 2017), 但是身体活动也同样需要付出生理能

量和时间资源; 社交活动和认知活动一方面满足

了关系需求和能力需求从而使调节资源得到补充, 

一方面要求员工花费更多的心理能量以积极参

与。根据恢复研究的理论基础——资源保存理论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 theory), 虽然恢复要求投

入身心资源, 但是只要投入的资源有助于获取有

价值的资源 , 就会带来更多资源的获得和聚集 , 

从而促进恢复(Sonnentag et al., 2017)。结合自我调

节的能量模型与恢复活动的资源保存, 我们认为

员工在通勤时间里进行恢复活动会在短期(当日、

次日)和长期(第 30 日)补充或调节能量, 进而影响

员工的积极情绪。我们还认为, 通勤包括了上班

(住所→职场)通勤和下班(职场→住所)通勤两个

方向, 上班(住所→职场)通勤恢复活动正向影响

次日和第 30 天的积极情绪。同时, 下班(职场→住

所)通勤恢复活动也影响次日和第 30 天的积极情

绪。最后, 考虑到员工的工作日由上班通勤(住所

→职场)开始 , 我们还认为 , 员工上班(住所→职

场)的通勤恢复活动会直接影响当日的积极情绪。

我们提出： 

研究命题 1a： 员工在上班(住所→职场)通勤

时间里进行恢复活动会在短期(当日、次日)和长期

(第 30 日)补充或调节能量, 进而影响员工的积极

情绪。上班的通勤恢复活动正向影响员工当日、

次日、第 30 日的积极情绪。 

研究命题 1b：员工在下班(职场→住所)通勤

时间里进行恢复活动会在短期(次日)和长期(第 30

日)补充或调节能量, 进而影响员工的积极情绪。

下班的通勤恢复活动正向影响员工次日、第 30 日

的积极情绪。 

从动机调节过程看, 通勤恢复活动补充了自

我调节资源, 进而帮助员工激发内部工作动机。

根据工作激情的二元分类(和谐型激情、强迫型激

情)的理论基础——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人有胜任、自主和关系三大基本心理需

求：胜任需求是指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 个体

内在渴望感到自身是有效的; 自主需求是指当个

体开展一项活动时, 内在渴望有选择和心理自由

感的体验; 关系需求是指个体感到要与他人有联

系的内在倾向(Deci & Ryan, 1985)。当外部环境能

够满足上述三种基本需求时, 个体的动机调节方

式更倾向于内部动机。由于放松活动、社交活动、

认知活动和身体活动等通勤恢复活动可以在很大

程度上满足员工的胜任、自主和关系三大基本心

理需求。我们认为员工在通勤时间里进行恢复活

动会在短期(当日、次日)和长期(第 30 日)增强自

我调节能力, 进而影响员工的内部动机。结合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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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的上班(住所→职场)和下班(职场→住所)两个

方向及其短期和长期的影响后效, 据此我们提出：  

研究命题 2a：员工在上班(住所→职场)通勤

时间里进行恢复活动会在短期(当日、次日)和长期

(第 30 日)增强自我调节能力, 进而影响员工的内

部动机。上班的通勤恢复活动正向影响员工当日、

次日、第 30 日的内部动机。 

研究命题 2b：员工在下班(职场→住所)通勤

时间里进行恢复活动会在短期(次日)和长期(第 30

日 )增强自我调节能力 , 进而影响员工的内部动

机。下班的通勤恢复活动正向影响员工次日、第

30 日的内部动机。 

如前所述, 通勤恢复活动通过能量调节和动

机调节双过程影响了两种类型的工作激情(和谐

型、强迫型)。工作激情是人们愿意在工作中投入

时间和精力的强烈倾向, 当个体能够为转换和扮

演工作角色而调节自身的情绪和动机时, 其身份

意识与工作角色联系起来, 能够持续地体验到工

作意义和强烈的积极情绪(Zigarmi et al., 2009)。也

就是说, 积极情绪和工作动机是工作激情的两个

重要特征。通勤恢复活动补充了自我调节资源 , 

对员工的情绪、认知和动机等心理过程发挥动态

调节, 进而增强了员工的积极情绪和内部动机。

根据自我决定理论建立的二元工作激情模型指出, 

外部动机(如社会认可、自尊、绩效要求等)导致强

迫型工作激情, 内部动机(如满足关系、自主和胜

任三大基本心理需要)有助于增强和谐型工作激

情(Vallerand et al., 2003)。我们综合工作激情的静

态分类视角和动态机制视角, 分别探究通勤恢复

活动对工作激情二元类型的动态影响, 认为通勤

恢复恢复活动通过积极情绪和内部动机双中介机

制影响员工的工作激情。综合上文所述的假设间

的递进逻辑关系, 我们进而推出：  

研究命题 3a：通勤恢复活动通过积极情绪和

内部动机双中介机制影响员工的工作激情。通勤

恢复活动通过员工积极情绪的中介作用正向影响

员工的和谐型工作激情和强迫型工作激情。 

研究命题 3b：通勤恢复活动通过积极情绪和

内部动机双中介机制影响员工的工作激情。通勤

恢复活动通过员工内部动机的中介作用正向影响

员工的和谐型工作激情, 负向影响员工的强迫型

工作激情。 

3.2  研究二：通勤恢复活动动态影响工作激情的

个体差异 

根据自我调节理论 , 影响个体控制自身心

理、行为的自我调节过程的因素不仅包括个体即时

的自我调节资源, 还包括个体相对稳定的特质——

自我调节方式(Higgins, 2002; Higgins et al., 2003; 

Kruglanski et al., 2000; Kruglanski et al., 2013)。人

们在进行自我调节以实现目标的过程中, 普遍存

在行动型调节模式和评估型调节模式两种不同的

自我调节模式。 

行动型调节模式是一种力求改变目前状态向

另一种状态转变的心理模式 (Kruglanski et al., 

2000)。具有该调节模式的个体更关注启动和维持

目标相关的行动, 强调“马上做”和“推动变革”等。

这类员工在面对工作任务时会迅速采取行动, 注

重改变和维持状态的过程, 由于工作的内部动机

更强 , 他们会主动将心理资源投入到工作任务

中。而评估型调节模式是一种通过比较和评价以

期获得最佳方案的心理模式(Higgins et al., 2003)。

具有该调节模式的个体更重视评价和比较的结果

效价, 强调“最佳”和“三思而后行”。这类员工在处

理任务时不急于推动状态的改变, 更关注不同活

动之间的差异, 会为了获得特定的工作结果而启

动并维持工作任务, 其工作的外部动机更强。过

往工作领域中调节模式的研究发现, 自我调节模

式不仅能够调节工作特征对心理与行为的影响

(Bobbio et al., 2017; van Emmerik et al., 2010), 而

且调节了工作激情的二元类型(Bélanger et al., 2015)。

较强的内部动机产生和谐型工作激情, 而外部动

机导致强迫型工作激情(Vallerand et al., 2003)。 

通勤恢复活动通过能量调节和动机调节双过

程影响工作激情, 但是在能量调节和动机调节过

程中 , 不同调节模式的员工会表现出不同的特

点。在能量调节过程中, 行动型调节模式的员工

注重改变和维持状态的过程, 会主动将心理资源

投入到通勤恢复活动中。由于通勤恢复活动(如社

交活动、身体活动、认知活动)都要求员工投入身

心资源, 行动型调节模式的员工注重立即投入的

特点(Higgins et al., 2003)可能不利于通勤恢复活

动中补充自我调节资源, 导致损耗的能量不及补

充的能量, 形成较低水平的积极情绪。而评估型调

节模式的员工会评估恢复活动的结果效价(Kruglanski 

et al., 2000), 有利于保证通勤恢复活动有效地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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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自我调节资源, 使能量补充多于能量损耗, 形

成较高水平的积极情绪。综上所述, 我们结合通勤

的上班(住所→职场)和下班(职场→住所)两种方

向探讨通勤恢复活动短期(当日、次日)和长期(第

30 日)影响情绪机制的个体间差异, 提出如下命题： 

研究命题 4a：通勤恢复活动对于积极情绪的

影响受到员工调节模式(评估型和行为型)的调节。

相对于评估型调节模式的员工, 行动型员工上班

(住所→职场)通勤恢复活动对短期(当日、次日)

和长期(第 30 日)积极情绪的正向影响较弱。 

研究命题 4b：通勤恢复活动对于积极情绪的

影响受到员工调节模式(评估型和行为型)的调节。

相对于评估型调节模式的员工, 行动型员工下班

(职场→住所)通勤恢复活动对短期(次日)和长期

(第 30 日)积极情绪的正向影响较弱。 

在动机调节过程中, 行动型调节模式的个体

由于更关注启动和进行工作任务本身, 对外部奖

赏不敏感, 会自主地将活动视为自我的一部分。

此类员工往往由此产生更强的内部动机, 形成较

强的和谐型工作激情(Vallerand et al., 2003)。而评

估型调节模式的个体由于其重视评价和比较工作

效价, 对奖赏和损失更敏感, 会将工作活动与自

尊、社会接纳、奖赏等外部结果联系在一起。此

类员工往往在外部工作动机驱使下进行了控制性

内化, 导致易于其他生活角色冲突的强迫型工作

激情(Bélanger et al., 2015)。综上所述, 我们结合

通勤的上班(住所→职场)和下班(职场→住所)两

种方向探讨通勤恢复活动短期(当日、次日)和长期

(第 30 日)影响动机机制的个体间差异, 提出如下

命题： 

研究命题 5a：通勤恢复活动对于内部动机的

影响受到员工调节模式(评估型和行为型)的调节。

相对于行动型调节模式的员工, 评估型员工上班

(住所→职场)通勤恢复活动对短期(当日、次日)

和长期(第 30 日)内部动机的正向影响较弱。  

研究命题 5b：通勤恢复活动对于内部动机的

影响受到员工调节模式(评估型和行为型)的调节。

相对于行动型调节模式的员工, 评估型员工下班

(职场→住所)通勤恢复活动对短期(次日)和长期

(第 30 日)内部动机的正向影响较弱。 

3.3  研究三：通勤恢复活动各维度组合对工作激

情的动态影响 

本文通过研究一与研究二初步揭示了通勤恢

复活动对工作激情的动态影响机制及个体差异。

这两项子研究都假定各类恢复活动独立存在, 并

分别探究其各自对中介变量 /后果变量的影响来

验证研究假设。这种假定与以往恢复活动的研究

类似(Kim et al., 2017; Kim et al., 2018; Trougakos 

et al., 2014)。例如：Kim 等(2018)探究了员工在工

间小憩(Micro-Breaks)的放松活动、进食活动、社

交活动和认知活动四种恢复活动, 独立地影响每

日的积极情绪 , 进而提高了员工每日的销售绩

效。然而在现实情境中, 我们常常在通勤时间中

同时进行多种恢复活动(Bennett et al., 2016)。例如, 

我们在上下班通勤的路上除了步行、走楼梯、小

跑等身体活动, 还会在公交车、地铁等交通工具

上小睡一会、听音乐、冥想等放松活动, 进行读

书看报、学外语、做智力游戏等认知活动, 以及

与家人朋友发微信、打电话等社交活动。因此, 在

通勤时间里同时进行恢复活动包括了身体活动、

放松活动、认知活动和社交活动等多种组合。本

文探索通勤恢复活动的各个维度的组合如何交互

影响员工的工作激情 , 致力于回答“哪类通勤模

式最能唤醒工作激情”。 

为回答上述问题, 子研究三通过潜在剖面分

析技术, 探索员工在上班和下班通勤路上同时进

行的各类恢复活动的组合会如何影响工作激情。

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是一种个体

中心 (person centered approach)的探索性分析方

法。该方法以样本异质性为假设, 先根据个体在

外显变量上的反应组合模式划分为多个同质性子

群体, 再按照各个同质性子群体的外显变量组合

模式(即剖面)来确定剖面的类型、数目和剖面内变

量组合模式(Woo et al., 2018)。 

潜在剖面分析本质上是一种探索性的归纳方

法 , 通常不对剖面的具体组合模式进行假设

(Bergman & Lundh, 2015)。例如：Bennett 等(2016)

发表在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JAP)的文章

只是提出了存在多种恢复剖面, 而并未对剖面数

量和内部组合模式进行明确假设。Klotz 等(2018)

发表在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JOB)的

文章也假设 5 种组织公民行为存在不同的组合模

式, 没有对每种剖面的组合模式做出精确假设。

基于此, 本研究不对恢复活动剖面的各种组合模

式进行假设。但从逻辑推导而言, 本文可以推测

一些通勤恢复活动的组合模式。例如, 员工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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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束工作后的下班通勤时间里与朋友和同事打

电话闲聊, 此时社交活动占据了大部分通勤时间, 

而读书看报、学新事物等认知活动, 以及听音乐、

冥想等放松活动均较少。而另一些情况下员工可

能在从家庭到职场上班时被家人或朋友开车接送, 

此时员工具有的恢复剖面中身体活动较少, 而其

他维度的恢复活动较多。基于员工在上班和下班

通勤时间中可能存在多种不同组合结构的恢复活

动剖面, 我们提出命题如下： 

研究命题 6a：上班(住所→职场)通勤恢复活

动存在多种不同剖面, 不同通勤恢复活动剖面内

所包含的活动类别和每类恢复活动的水平存在差异。 

研究命题 6b：下班(职场→住所)通勤恢复活

动存在多种不同剖面, 不同通勤恢复活动剖面内

所包含的活动类别和每类恢复活动的水平存在差异。 

此外, 我们拟将通勤恢复活动剖面与职场结

果联系起来。首先, 本文通过比较不同恢复活动

剖面子样本中对应的积极情绪、内部动机是否存

在差异, 来探究不同恢复活动剖面是否会影响能

量调节和动机调节双过程。第二, 工作激情的动

态形成机制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研究三还将比较

不同恢复活动剖面子样本中对应的工作激情是否

存在差异, 以检验不同恢复活动剖面是否会影响

和谐型工作激情和强迫型工作激情的形成。换言

之, 本研究检验了不同通勤恢复活动组合下, 职

场员工的积极情绪和内部动机是否有所不同, 以

及工作激情(和谐型激情、强迫型激情)是否会有所

变化。需要注意的是, 本文区分了通勤的上班(住

所→职场)和下班(职场→住所)两个方向, 因此本

研究还将分别对两种方向的通勤恢复活动剖面进

行建构。综上所述, 我们提出命题如下： 

研究命题 7a：员工上班(住所→职场)通勤恢

复活动剖面会影响员工短期(当日、次日)和长期

(第 30 天)的积极情绪和内部动机。存在某类(剖面)

通勤恢复活动的恢复水平正向影响员工(短期和

长期的)积极情绪和内部动机, 且该通勤恢复活动

剖面的影响效果优于其他剖面。 

研究命题 7b：员工在下班(职场→住所)通勤

恢复活动剖面会影响员工短期(次日)和长期(第 30

天)的积极情绪和内部动机。存在某类(剖面)通勤

恢复活动的恢复水平正向影响员工(短期和长期

的)积极情绪和内部动机, 且该通勤恢复活动剖面

的影响效果优于其他剖面。 

在现实情境中, 我们常常在通勤时间中同时

进行多种恢复活动(Bennett et al., 2016), 因此我

们在研究一与研究二的基础上, 有理由认为可能

存在某类(最优剖面)通勤恢复活动(通过员工积极

情绪的中介作用, 其中通勤恢复活动对积极情绪

的影响受评估型调节模式员工的调节)正向影响

员工的和谐型工作激情和强迫型工作激情; 亦可

能存在某类最优(剖面)通勤恢复活动(通过员工内

部动机的中介作用, 其中通勤恢复活动对内部动

机的影响受行动型调节模式员工的调节)正向影

响员工的和谐型工作激情, 负向影响员工的强迫

型工作激情。本文区分的通勤的上班(住所→职场)

和下班(职场→住所)两个方向, 综合研究一和研

究二的研究构想, 加之潜在剖面分析本质上是一

种探索性的归纳方法, 通常不对剖面的具体组合

模式进行假设(Bergman & Lundh, 2015), 由此我

们提出如下命题： 

研究命题 8a：员工上班(住所→职场)通勤恢

复活动剖面会影响员工短期(当日、次日)和长期

(第 30 天)的工作激情(和谐型激情、强迫型激情)。 

研究命题 8b：员工在下班(职场→住所)通勤

恢复活动剖面会员工短期(次日)和长期(第 30 天)

的工作激情(和谐型激情、强迫型激情)。 

4  理论建构 

个体参与恢复活动时(如小睡一会), 调节资

源能够得到补充, 摆脱自我损耗状态, 自我调节

能力得以恢复(Shmueli & Prochaska, 2009)。我们

提出员工在通勤时间里减少身心压力, 将身体和

心理资源恢复到正常状态的活动称 “通勤恢复活

动”。基于自我调节理论, 工作激情可视为员工有

充足的自我调节资源, 调节情绪和动机等心理过

程, 以转换和扮演工作角色的结果。项目立足与

通勤恢复活动, 认为通勤恢复活动可能跨领域对

人们的工作激情产生动态影响。通过日记研究法

和潜在剖面分析法, 从短期和长期研究通勤恢复

活动对工作激情的动态影响、内在机制和边界条

件。通勤恢复活动如何动态地影响工作激情？不

同自我调节模式的个体是否在通勤恢复活动影响

工作激情的机制上有所差异？进一步地, 通勤恢

复活动各维度的组合所形成的不同剖面对工作激

情有怎么样的影响？探究“通勤恢复活动对工作

激情的动态影响效应和机制”这一问题 , 不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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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弥补通勤研究和恢复研究中被忽视却又十分重

要的研究缺陷(gap), 而且通过跨领域视角扩展工

作激情的前因研究, 显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

实践意义。 

本研究重点关注通勤恢复活动对工作激情的

动态影响及机制, 分别从个体内和个体间两个视

角出发, 探索自我调节模式在通勤恢复活动对工

作激情的动态影响及机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为

帮助员工在通勤时间里减少身心压力, 将身体和

心理资源恢复到正常状态, 提高工作激情提供参

考依据。第一, 本研究从个体内出发, 探索能量调

节和动机调节, 探讨通勤恢复活动如何通过能量

调节和动机调节双过程影响员工的工作激情二元

类型。第二, 从个体间差异性出发, 讨论自我调节

模式(行动型和评估型)在通勤恢复活动影响工作

激情的机制上如何发挥跨层面调节效应。第三 , 

本研究探索了通勤恢复活动如何对工作激情产生

影响, 为扩大通勤恢复活动的实际意义, 我们进

一步探究通勤恢复活动各维度组合所形成的不同

剖面对工作激情有怎么样的影响, 提供理论与实

证参考依据。基于以上思路, 本研究构建了三个

模块, 开展了基于自我调节理论的通勤恢复活动

对工作激情的动态影响及机制探讨。 

研究一考察通勤恢复活动通过积极情绪和内

部动机双中介机制影响员工的工作激情, 认为通

勤过程的恢复活动会增强个体的自我调节资源 , 

产生能量调节和动机调节两个过程。其中, 能量

调节过程指通勤恢复活动通过积极情绪路径影响

工作激情的二元类型, 动机调节过程指通勤恢复

活动通过内部动机唤醒和谐型工作激情和抑制强

迫型工作激情。从个体间探讨通勤恢复活动对工

作激情的动态影响。研究二关注通勤恢复活动动

态影响工作激情的个体差异。在能量调节和动机

调节过程中, 不同调节模式的员工会形成不同的

工作激情。虽然在能量调节过程中, 行动型调节

模式的员工相对于评估型调节模式的员工具有较

少的积极情绪, 但是在动机调节过程中, 行动型

调节模式的员工比评估型调节模式的员工具有更

强的内部动机, 使得行动型调节模式的员工形成

较强的和谐型工作激情, 而评估型调节模式的员

工导致强迫型工作激情。从个体内部探讨通勤恢

复活动对工作激情的动态影响。研究三探索通勤

恢复活动各维度组合对工作激情的动态影响。即

探索通勤恢复活动各个维度的组合如何交互影响员

工的工作激情 , 致力于回答“哪类通勤模式最能

唤醒工作激情”。员工上班(住所→职场)和下班(职

场→住所)通勤恢复活动各维度的组合模式也会

对能量机制和动机机制, 以及工作激情产生影响, 

可能存在最有利于激发和谐型工作激情的通勤模式。 

本文构建了一个通勤恢复活动动态影响工作

激情的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从以下几个方面

对现有研究进行了延伸与拓展。 
 

 
 

图 1  通勤恢复活动动态影响工作激情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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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通勤领域和恢复领域属于两个独立的

研究领域, 以往研究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目

前通勤研究主要探讨通勤的压力等负面效应

(Kluger, 1998; Zhou et al., 2017), 较少关注通勤的

积极效应, 当前的通勤研究忽视了通勤在理论上

可能具有的积极恢复效应。过往的恢复活动研究

主要关注工作外空闲时间的恢复活动 , 近年来

AMJ、JAP 等期刊开始关注工间休息、午餐休息

等工作时间内的恢复活动(Trougakos et al., 2008; 

Trougakos et al., 2014; Kim et al., 2017; Kim et al., 

2018)。目前工作恢复活动的研究主要探讨工作时间

内的恢复活动, 而作为广义工作时间的一部分——

通勤时间却被忽视了(赖德胜 等, 2015; 吴伟炯, 

2017)。与午休、工间休息类似, 通勤时间允许员

工自主安排自己的活动, 为工作角色和生活角色

提供身心资源的恢复(Gino et al., 2017; Lyons & 

Chatterjee, 2008)。由此, 我们提出员工在通勤时

间里减少身心压力, 将身体和心理资源恢复到正

常状态的活动为  “通勤恢复活动”, 弥补通勤研

究和恢复研究中被忽视却又十分重要的研究缺陷

(gap)。 

其次, 本研究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 跨领域

地探究通勤恢复活动对工作激情的动态影响及机

制。从工作激情的成因看, 目前研究主要从组织

管理、工作特征等工作领域寻找解决之道, 鲜有

研究采用组织行为学中的跨领域视角即工作领域

与家庭领域的过渡带——通勤领域来考虑。工作

激情源于通勤领域的观点, 源自组织行为学研究

中的跨领域视角。该视角针对工作领域视角探索

工作内因素对工作行为和态度影响的局限和不足, 

指出个人的工作处于“工作→家庭→工作→……”

的跨领域循环(Demerouti et al., 2009)。目前很少

有研究探讨工作激情在通勤领域形成机制, 本文

基于跨领域视角, 考察员工在上班(住所→职场)

通勤领域和下班(职场→住所)通勤领域影响工作

激情的相关因素, 扩展了工作激情前因变量的研

究, 是有待深入探索的重要议题。此外, 以往研究

绝大多数采取静态激情观探索工作激情的影响效

应及其形成机制, 致力于甄别和区分哪些个体更

有工作激情, 却鲜有研究注意到工作激情本质上

是一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减的强烈情绪。同一

个员工的工作激情时有时无的动态变化问题往往

被忽视。即目前组织情境中的工作激情的研究仍

以静态视角为主, 鲜有研究采用动态激情观审视

工作激情的形成机制。为深究工作激情的本质 , 

帮助组织激发同一员工的工作激情提供实践建议, 

我们有必要从动态视角深入探讨工作激情的成因。 

本研究聚焦“通勤恢复活动对工作激情的动

态影响效应和机制”这一核心议题 , 尝试验证员

工上班(住所→职场)和下班(职场→住所)的通勤

恢复活动如何影响调节资源的补充, 进而影响员

工工作激情的动态影响路径, 及自我调节模式在

该路径中的边界效应。通过日记研究法揭示工作

激情在通勤领域的动态机制, 潜在剖面分析深入

探讨通勤恢复活动各维度组合的影响效应。全文

为组织管理者唤醒员工的和谐型工作激情提供新

建议, 为开展通勤恢复活动培训以提高组织绩效

及创新提供新思路, 帮助甄选并引导不同自我调

节模式的员工激发和谐型工作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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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ynamic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commuting recovery activities 
 on work passion 

WU Weijiong, FENG Jingming, LIN Yixun, ZHAO Xia 
(School of Management,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520,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commuting time, the activities employees used to reduce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stress and restore their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resources to their normal state are called “commuting 

recovery activities”. Commuting recovery activities may have a dynamic, cross-domain impact on 

individuals' work passion. Through the diary research method and potential profile analysis, from short-term 

to long-term research on the dynamic impact, internal mechanism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of commuting 

recovery activities on work passion, three key issues were planned to be solved. First, how do commuting 

recovery activities affect employees’ harmonious work passion and obsessive work passion and what are 

their internal mechanisms? Second, how do employees with different self-regulation patterns play a 

moderating effect based on the mechanism of commuting recovery activities on work passion? Third, how 

does the different profile of possible combination of commuting recovery activities affect work passion? 

The in-depth discussion of these issues not only makes up for the neglected but important research flaws in 

commuting research and recovery research, but also has strong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people to increase 

their work passion by carrying out and improving commuting recovery activities. 

Key words: commuting recovery activities, work passion, self-regulation, energy and incen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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